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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
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李德英 胡天鹏

  摘要:近年来,海外三线建设研究逐渐热门,不断有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企业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美国学

者柯尚哲以冷战与军事化为视角,较为全面地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分析介绍,但其在讨论“冷战”格局下的中国国际

环境时,忽视了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未能理解“三线地区”的深层含义;其“军事化”理论的解释亦不够全

面,其“有特权的艰苦”的讨论虽然对城乡、工农关系有所涉及,但论证有限,并且未能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

变化的历史长河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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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线建设的研究在海外学界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虽然已有学者

对相关成果进行了介绍①,但仍有新成果不断涌现。如陈超(ChaoChen)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四川

省三线企业锦江厂为研究对象,从日常生活和劳动关系的角度审视企业内部的组织生态,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

三线单位中,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并不是新传统主义下的简单强弱关系,由于地理隔绝、工人间复杂社会网络

以及终身雇佣制等因素存在,工人的旷工行为往往能得到管理层的容忍,企业运作也因此更为有效②。李菊(Ju
Li)以三线企业南方钢铁厂(化名)为研究对象,关注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左右该厂的转型过程,讨论当代中

国社会变化与前现代性和经济改革主导话语之间的关系,关注企业与个体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所面临的重

大社会、生活转折,同时探寻三线建设作为历史、档案与个人记忆的多重面相③。范敬亭(JingtingFan)与邹本

(BenZou)以三线建设相关城市、县区为样本,采用数学建模方法,计量分析在欠发达地区进行大量制造业投资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讨论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化的贡献,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促进了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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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转型,缩小了区域经济差异,但是投资溢出效应不好,全国长期总体经济效益并未得到有效提升①。综合

来看,海外既有研究成果,大多从某个角度,或经济、或军事、或环境对三线建设进行研究,较多关注三线建设的经

济效益,执着于探讨经济层面的得失,忽视了政策制定的特殊背景,未能将三线建设还原到时代中进行考察②。
美国学者柯尚哲(CovellF.Meyskens)③的《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则从“冷战”视角出发,较
为全面地介绍了三线建设,描述并分析了处于城乡之间的三线单位职工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是海外三线建设研究

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但其对“冷战”与“三线”概念的理解、“军事化”与“有特权的艰苦”中对城乡、工农关

系的论析以及资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误解或不足。
一 柯著的主要内容及国外学术评价

柯著第一章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介绍了中国面临的多方军事战争压力。同时,
柯尚哲也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进行了分析,将目光投射到后大跃进时期(post-GreatLeap)中共领导人关于如

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认为毛泽东利用逐渐升温的外部压力来推动对中共党内“修正主义”的压制,并借此

实践“毛式社会主义道路”。柯尚哲梳理了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三五计划”的重点如何从“吃穿用”转移到

以国防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
第二章“好人好马上三线”,分别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视角对三线建设动员工作展开分析,讲述了中国

共产党如何动员数百万城市工人去内地开展三线建设。为了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需要将大批工农

兵送往内陆地区进行基础建设与工业生产。但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出于对地方利益的考量,在人员调动方面并非

全力支持。在西南地区,饥荒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负责三线项目基础建设的西南局,对大量劳动力再次从农业

流向工业充满担忧;上海市某些领导人则考虑到一大批熟练工人迁往内地后,上海工厂将难以完成既定生产指

标,因而对人员的内迁多有掣肘。被动员的城市工人想法更为丰富,部分工人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主动

自发地投身三线建设;另一部分工人则更关心物质回报、家属安置等问题,将参与三线建设作为筹码,与工厂谈判

交换。
第三章讨论了三线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柯尚哲以“军事化”(Militarization)为切入点,描述了军事压力

从国际竞争传导到三线职工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军事斗争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运用到

三线建设中,集中力量攻坚某个或数个重点项目,在地方上打基建大会战,还向全社会宣传学习解放军精神,将建

筑队伍军事化,多快好省地建设三线。该章以时间为线索,分别描述了三线建设1964-1966年的第一次高潮、

1966-1969年间的停滞以及1969-1971年的第二次高潮。尽管柯尚哲以时间为刻度区分了三线建设的三个阶

段,但是对两次高潮论述的逻辑一致,并未充分展现其中异同,对三线建设的内在变化分析不够。此点后文将详

述。
第四章以四川大山深处的攀枝花基地为中心,展现三线职工的日常生活。该章重点描述了当时荒凉、恶劣的

生存环境,如住“干打垒”、吃粗粮、单一匮乏的文娱活动等。党和国家要求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先生产后生活,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三线单位与职工响应号召,在努力生产的同时,尽力改造生活环境,建设农场,组织篮球比赛、
电影放映、文艺汇演等文体活动,建立托儿所与各级学校,逐渐形成一个小社会。总体而言,三线职工所处的环境

虽然恶劣,远不如大部分职工原来所在的大城市优越,但比当时当地的农村优渥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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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认为,三线建设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铁路网络将中国偏远的内陆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促进了

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但其高昂的建设成本、大部分项目的失败以及调整改造所造成的又一次资源浪费,使其在经济层面弊大于利,故
评价其是一次失败的经济投资。参见:BarryNaughton TheThirdFront DefenceIndustrializationintheChineseInterior  The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1988  351-386(又见中译文:巴里·诺顿《三线建设:中国内陆的国防工业》,徐有威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国

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299页);BarryNaughton TheChineseEconomy 
TransitionandGrowth Cambridge TheMITPress 2007  77 
柯尚哲(CovellF.Meyskens),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目前为美国海军学院国家安全事务部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与当代中

国史,《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MaosThirdFront 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20 〕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近期三线建设研究成果有:ARichNewWindowintoTheSocial Econom-
ic AndMilitaryHistoryofColdWarChina  Twentieth-CenturyChina47 no 3 October2022  307-309 



第五章从经济层面对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建设成果进行评估。柯尚哲认为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提出

的三线建设经济方面的种种弊端确实存在①,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三线建设是那一时期唯一投资中西部地区的

经济计划,意义非凡,不仅缩小了当时的中西部差距,还为后毛泽东时代内陆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工业化的

协同配套和交通线路、邮政网络的搭建,将内陆与沿海紧密连接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更为一体化的中国②。
结语部分,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三线建设不再是经济重心,国家投资转向东部沿

海地区,重工业让位于农业与轻工业。中国不再需要工业系统随时为军事战争服务,也不要求民众成为无视个人

生活状况、随时投身保家卫国的后备部队,全国经济生活走向正常化。
《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出版于2020年,是目前海外第一部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研究专著。该书出版后受

到海外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平田康治(KojiHirata)评价柯著多样的史料来源,认为该书将成为研究毛泽东时代

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重要著作之一,同时也指出部分三线建设项目自民国时期就已经有所规划,而柯著忽视了其

中的继承关系③。斯特尔(HeatherMarieStur)认为柯著讲述了一个毛泽东时代中国所特有、但是与整个“冷战”
世界相统一的故事,三线建设与同时代苏联、美国的军备建设并无本质区别④。江旷(BrianDeMare)认为柯著对

海外中国史研究做出了两大突破性的贡献,一是为三线建设提供了一段深描式的历史,二是展示了如何从中国国

内以及“冷战”视角去看待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⑤。周陶沫(TaomoZhou)指出,柯著成功地将上层精

英决策与下层民众故事连接在一起,是一部填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空白的著作⑥。丁榕俊(YoungjuneChung)认
为,该书不同于之前的碎片化研究,系统地还原了三线建设这段历史,让读者得以从中国国内与国际等多个视角

认识三线建设,填补了空白⑦。
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一书基本持肯定态度,且多次提到其开创性与奠基意义。笔

者认为,柯尚哲的研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将中国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呈现给英文世界,在史料运用与观察视角上较

之前的研究有所突破,为海外三线建设研究奠定了基础;柯著以“冷战”作为切入点,着重关注三线建设决策制定

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探寻国际安全危机如何从政治层面进一步影响国家经济计划、城乡格局、企业生产与个人日

常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意识又如何被军事化氛围所型塑;柯著试图还原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从中国的社

会实际出发,再现城市与乡村关系,工人与农民的思想、行为与日常生活。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究竟面临

怎样的“冷战”格局? 柯著的“冷战”与军事化视角是否能正确理解三线建设? 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 “冷战”与“三线地区”概念辨析

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出台的原因,国内已有学者从多个层面进行讨论,不仅关注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

的种种国际安全威胁⑧,也从高层领导人决策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⑨。柯尚哲基本延续了国内学者的讨论路径,
大体上以时间为线索,对不同国际环境下三线建设的兴起、转折与沉寂的过程展开分析,并以“冷战”为切入点,指
出美国以“特殊战争”、“局部战争”等手段将战争控制在美国本土之外,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是“冷战”;但中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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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顿认为,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交通不便的偏远内陆,抑制了原本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工业发展,进而对中国整体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

响。参见:BarryNaughton TheThirdFront DefenceIndustrializationintheChineseInterior  TheChinaQuarterly no 115 Septem-
ber1988  351-386.
关于三线铁路将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全国工业网络紧密地连为一体的具体论述,参见:柯尚哲《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

化》,周明长译,《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第4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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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65-75页;李德英、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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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美苏争霸压力下,位于“冷战”的重要战场———东亚,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一直处于积极备战的“热战”中①。
柯氏认为“冷战”不只是中国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一个名词,更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冷
战”视角能较好地将三线建设纳入到全球史的研究范畴之内。诚然,探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与全球史绝无

可能绕过“冷战”这一话题,但柯氏并未充分注意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局势的

判断与应对,对“冷战”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博弈与制衡的动态变化有所忽视,往往只将目光聚焦于其中双方,而忽

略了第三方的地位与作用。
自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来自美苏两霸的威胁和压力,在

夹缝中求生存。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里,中国在军事上只能重点对付一个主要敌人,他曾对周恩来说:“无论美国

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②因

此,如何处理中美、中苏关系以维护国防安全,“反帝”抑或“反修”,一直是中共领导人思考的问题。
柯氏提出,在三线建设决策提出与实施的1964年,中国虽然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但主要军事

假想敌是美国,三线建设正式开展的直接导火索也正是越南“北部湾事件”。但笔者认为,美越冲突加剧固然加速

了三线建设决策的出台,但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中苏、中美关系认识的转变更为关键。
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战略与对外防御策略一直是以针对美国为主,重点防御方向是

东南沿海。因此,中国主要的工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③。基于此,中央军委

制定了“北顶南放”的防御策略,将全国沿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长江以北坚守,长江以南放敌人进

来,此时中苏关系良好,北方有苏联可以依托,因而可以死守④。
但是,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从口诛笔伐的公开论战逐渐加剧到频繁的边界摩擦,苏联不再是可以依靠的

盟友,而是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潜在战争对象。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苏联屯兵中蒙边境,毛泽东等领导人

不得不转而考虑苏联对中国的威胁。2月27日,毛泽东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第一次谈话时多次提到苏联可能

入侵中国,认为苏联在种种压制中国的措施不能奏效后,极可能对中国诉诸武力⑤。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

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⑥。7月2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彭真、贺龙、杨成武等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战略问题,你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

义。”⑦在实际作战准备层面,9至1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对华北北部地区进行战役勘察,并
召开会议作了具体部署,逐步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⑧。

如果说6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

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在一起。
面对美苏两霸的军事压力,尤其是原子弹威胁,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中指

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

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⑨中共中央于1964年做出的三线建设决策,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

大后方,其出发点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也有防备苏联的成分。
柯氏并未对此种中苏关系的转变给予足够的重视,仅较多地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以柯著的叙述逻辑观之,

三线建设兴起与沉寂的主导因素均是美国,中美关系是否紧张,决定了中国政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程度。这与三

线建设的实际背景并不相符。柯著忽视了不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三线建设重点建设区域均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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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事实,导致其对“三线地区”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有所偏差。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三线地区的划分

图中①。在该图中,柯尚哲向人们展示了他所理解的中国一、二、三线地区。但是,该地图存在明显错误与有待商

榷的地方。首先是底图部分,在疆域划分上存在两个明显错误。第一处是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Aksai
Chin)。此地区为中国领土,主权为中国所有,且一直在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下,柯尚哲在该图中将阿克赛钦地区

划归印度,是一处明显错误。第二处为中印边境东段的中国藏南地区,他将其错误标注为印度所有。除去底图错

误外,该图对于一、二、三线地区的划分也有待商榷。柯氏认为,三线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宁夏、山西、
贵州、云南、广西数省或自治区的全部以及湖南、湖北、河南与河北等省的一部分;一线地区包括除云南、广西以外

的所有边疆、沿海省份;其余省份属于二线地区。此种划分并不合理,且柯尚哲对三个地区的划分模棱两可。在

2020年9月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文章中,他再次引用了该书中的三线地区划分图,并将新疆与西藏两个自治区划

为二线地区②。
海外有关三线建设的研究,大多以荒凉偏远的西部来概括描述三线地区,并未进行严格的学术划分与界定。

如范敬亭、邹本就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来指称三线地区③;而巴里·诺顿则指出,“大三线”为四川、云南、贵州、
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全部,陕西省秦岭以南的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的西部地区④。与诺顿的划分相比

较,柯尚哲更进一步将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部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也划为三线地区。目前,国内学者大多

沿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的定义,即“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线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

区,涉及当时的川、黔、滇、陕、甘、青、宁、晋、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或自治区,其中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省和重庆市是重点地区”⑤。

总体而言,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三线地区的界定,虽然在边界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大多采用明确的分界线

来划分。这种方法较为明晰地区别了一、二、三线地区,为学术研究确定了明确的对象与界限,但正是这种确定性

掩盖了三线地区的动态变化及其边界线的模糊性。因此,笔者认为,并不能将三线地区视作一个既定的、不变的

概念。
如前文所述,一、二、三线概念因备战而提出,不仅将全国划为一、二、三线,在各省内部也有“小三线”。1964

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三线的最初表述是:“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

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⑥刘少奇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并强调“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⑦。8月

20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关于工业重新布局问题的谈话中再次表示三线包括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二线包括湘西、
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⑧。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后续的讨论与政府实际

工作中,三线的范围逐步扩大。比如该年9月21日,李富春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三线建设的目

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

方工业体系”⑨。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有相似的意见:“总而言之,向云贵

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以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及湖南、湖北、河南省西部地区

为三线地区的划分逐步成型。
但“三线”是战略作战思想,当军事假想敌及其进攻方向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各地区的地位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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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之发生变动。1964年5月,邓小平即认为,“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第二线”①,从中

可以看出同一地区是否属于三线并非一成不变。8月初,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中

的表述则更为明晰:“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
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②这就

是说三线与一线一样,都是相对的,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

1970年前后,这种动态变化最为明显。此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原本属于三线地区的甘、宁、青三省建设重

点需要有所调整,逐渐内缩,“西北重点是建设陕南和关中地区,甘肃乌鞘岭以西和宁夏银川以北反修前沿地区有

些重要工厂和建设项目,要分别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中南的桂西北、粤北地区的建设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华东

要加强山东沂蒙、赣西北和皖南、大别山地区的建设,华北要加强山西太原以南地区的建设,东北要加强辽西地区

的建设,以利独立作战”③。此时的“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

已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④。三线这一概念也不再局限于西南、西北这些与沿海相对应的内陆地区,而是

一切能为纵深作战提供支撑的区域。
从上述三线地区概念及内涵变化的历程中不难看出,三线不等同于内地,三线的核心内涵是备战与后方。毛

泽东甚至提出“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⑤。随着军事假想敌及

其进攻方向变化,后方必然随之改变,并不特指某一区域。三线地区应该是一个动态概念,并非某几条边界线所

能简单涵盖。当然,就中国本身的地理环境而言,无论军事假想敌从哪个方向进攻,中西部数省均是后方所在,周
恩来就明确指出:“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⑥。总体而言,三线地区是以内陆地区为核心,受不同

阶段的国际形势、领导人及政府决策影响,外沿动态变化的区域⑦。
若要在地图上对三线地区进行标注,笔者认为,应该舍弃之前的直接以一、二、三线进行阶梯式划分的方法。

除三线地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外,一些处在二、三线地区交界的省份,其部分市县有三线企业,是将整省划

入,还是部分划入? 若部分划入,其边界线又依据什么划分? 这些都是绘图时所需面对的难题。因此,笔者认为,
可以采用以三线投资项目、企事业单位为标注点的标点式作图法,将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到三线建设研

究中,或许会有更多的突破与收获。

20世纪60年代末,一方面,美国逐渐意识到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和分量,并试图通过在

亚洲进行军事收缩来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为了避免陷入两面受敌的尴尬处境,努力摆脱日益恶化的国

际安全态势,亦尝试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柯著认为三线建设结束于1972年的重要依据是中美关系缓和,
忽视了此时中美苏三国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对三线建设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完全改善。从1972年开始,
中央军委要求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部队从单兵到分队都积极开展了打坦克训练,在苏军可能入侵的“三北”
地区主要地段,构筑了大量抗击苏军坦克装甲集团进攻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在北京和华北、东北的大中城市,大
规模修筑人民防空掩蔽部和坑道工事。直到1973年12月,毛泽东仍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⑧。中国的备战活动并

未因中美关系缓和而画上句号。
综合来看,柯尚哲虽然试图将中国的三线建设纳入“冷战”格局中进行讨论,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三线

建设,但其在论述过程中偏重中美关系,对中苏关系重视不够,导致其对“三线地区”的概念把握不够准确,对不同

时期三线建设的着力点、建设措施及内容认识不清,甚至有所忽略。
三 “军事化”、“有特权的艰苦”与资料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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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化”是柯著的重要主题之一,其认为“军事化”贯穿于三线建设的缘起、建设、动员模式等各个方面。不

仅体现在“冷战”背景下,三线建设因军事战争压力而加速,更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广泛号召人民群众学习中国人民

解放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完成群众动员与三线项目的建设。
但此种“军事化”观点忽略了三线建设的另一重要事实,即三线建设对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以及全国工业布局

日趋平衡的奠基作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
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①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累计在三线

地区投资达2000多亿元,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工业基地,包括以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为主体的关中工业区,以大

型水电站、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兰州工业区,以机械、天然气、化工为主体的成渝工业区,以攀枝花钢铁公

司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区等,所有这些工业基地都大大促进了三线各省的工业发展与经济建设②。
运动式的“军事化”建设虽然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方式,但更为基础的是三线建设的常规化、革命化的设计、管

理与建设体系。三线建设在项目选址、工业协作、垂直管理、点对点支援、地方物资供应等多个方面都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体系③,“军事化”动员与突击建设仅仅是在上述的既有规则体系内发起的应对短时间、地域性资源不足的

办法。柯氏关注到了这种临时性、变通式的动员与建设方法,并将之提炼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特点,忽略了其背后

更为庞大与完善的常规性建设机制,将三线建设的内在运行逻辑简单化了。
同时,柯尚哲利用多元现代性理论,论述了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目标和道路,对中国

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也有所提及。他提出了 “有特权的艰苦”(PrivilegedHardship)概念,来形容三线职工的特殊

处境,即一种需要阶级特权才能经历的苦难,认为三线职工的生活条件处于农村与城市的中间地带,是一座城市

职工想逃离、农村居民想进入的“围城”。
柯氏描述了攀枝花建设之初工人的艰苦生活,因为三线企业遵循“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初期三线职工的

生活条件普遍很差。柯尚哲认为,若仅将目光聚焦在工人的艰苦生活上,就会忽视其作为工人、城市户口拥有者

的特殊权利;尽管三线职工在建设初期忍受着迥异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但同时也享受着远比当时当地农村更为

完善、舒适的供应体系,政府为三线单位规划了道路、电力、自来水,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艰辛之后,三线单位逐渐

拥有较为充足的食物、住房、学校和医疗资源,而彼时的农村地区,却难以获得国家、省(部)统一调配的各类物资;
因此,柯尚哲指出:“尽管三线工人忍受着艰苦,但却是一种带着特权的艰苦,一种农村居民奢望的艰苦。”④

“有特权的艰苦”,既是当时大部分三线职工所经历的复杂处境,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工农关系中工人状况的一

个缩影。柯氏虽然注意到了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但对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工农关系作出的尝试与

努力关注不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即“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

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者生产必要的食物”⑤,为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离提供了可能。
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城乡分离成为必然趋势,“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⑥,私有制、异化劳

动等原因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抗,乡村逐渐处于资本关系的“边缘地带”,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服

务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倾销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不断寻求超越城乡分离对立、实现城乡统筹融合

的道路与方法,并认为“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

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⑦,“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因工业化而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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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参见:张杨《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浙江学刊》2021年第5期,第229-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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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
版,第405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中是“差别”;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

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我们现在发展

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
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①陈云曾提出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全国各地更

平衡地分配大工业,使工业和农业密切地结合起来”的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原则,把企

业适当分散地建设在全国广大地区,这对于现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有利的”②。
而20世纪60年代展开的三线建设,正是将东北与沿海一带集中的工业分散到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去。遵循

“靠山、分散、隐蔽”选址原则建设的三线单位,不仅是中国工业与城市系统在乡村的飞地,更成为工农业接触、交
流的前沿,以及改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试验田。

三线建设初期,西南地区项目建设的时间紧、任务重,为解决人、财、物捉襟见肘、不堪支应的问题,中共中央

西南局曾提出“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试点方法,并作为重要经验推向全国,这既是为解决三线建设面临的实际

问题而提出的方案,更是对工农关系进行调整的一次探索与创新③。三线单位作为城市、工业一方的代表深入乡

村腹地,与农民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在基础建设、日常生活、政治学习等方面展开互动,成为城乡关系改善的连

接点。“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工农关系作出的努力与尝试,但在统购

统销、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将工业散布到广大农村,也并不

能有效解决工农差别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试验与设想转瞬即逝。
在此之后,三线单位这种模糊的工农性逐渐消退,其作为全国工业体系一部分的特性日益凸显。以攀枝花钢

铁基地为例,1965年,全国各地投入三线建设的医疗人员来到攀枝花,建立了当地第一所医院;到1978年,攀枝花

钢铁厂平均每56个工人就拥有一个医疗工作者,是农村地区的61倍④。攀钢逐渐拥有了厂矿区内的学校、医院、
剧场,一切配套成龙,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是三线企业与周边社会的真实写

照。三线厂矿不仅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更因为其封闭性、自足性而在文化上成为一座“孤
岛”。这种社会与文化上的双重区隔,使城乡互动与融合变得尤其困难,城乡之间的鸿沟壁垒直到改革开放和自

由市场的再次兴起才逐渐被打破⑤。
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是贯穿新中国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方针,让厂矿布

局在广大农村,“厂社结合”、“亦工亦农”等政策试图将工厂与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工农并举的社会建设目

标,但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仅靠局部的工农互动并不能有效打破城乡隔阂,上述政策也在实施中

发生了形变。不过,作为试图弱化城乡、工农差别的重要尝试,三线建设初期的种种政策与工农互动模式仍值得

学界进一步关注与研究。柯尚哲提出的“有特权的艰苦”理论视角,较好地描述了三线职工特殊的生存处境,为理

解三线建设初期工农关系调试政策提供了一个窗口,但其分析解释的力度仍显不够,如同其“军事化”理论一般,
对现象的内在逻辑未能深入考察,未能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城乡及工农关系的历史演进长河中进行理解。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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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1959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第101、102页。
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也多有探讨。崔一楠、赵洋认为,这是三线建设时期工农互动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农民的参与为三

线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和人力资源支撑”,而企业“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周边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互惠互助

关系(参见: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助: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34-140
页)。李德英、粟薪樾在对“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对其模式效果做了较为全面的讨论,认为“厂社结合”模式以消

灭工农差距、城乡差别为出发点,但却在实践中面临着种种矛盾,反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依赖工业、工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些矛盾有着

深厚的社会根源,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息息相关,“厂社结合”也因此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参见:李德英、粟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

合”模式检视(1965—1966)》,《史林》2020年第5期,第156-166页;李德英、粟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中共

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0-121页)。徐有威、张志军则从制度创新角度出发,分析了“以厂带社”模式在全国推广过程中的流变以及

产生的种种问题,认为 “以厂带社”是一种低付出、高回报,能高效调动资源投入基础建设的创新性制度,但忽略了对农民工群体造成的事实

上“同工不同酬”,最终在实践压力与时代变迁中沉寂(参见:徐有威、张志军《以厂带社:三线建设时期的一次改革探索》,《开放时代》2021年

第5期,第107-119页)。
《关于做好1971年度人口统计工作的请示》,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

2000年版,第634页。
参见: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26-31页;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

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第206-216页。



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
与以往的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相比,柯尚哲在资料使用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自2011年起,柯氏多次来到中国

开展资料搜集与实地考察,其书中使用的材料不仅有各类公开出版物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也有四川、北京、上
海、湖北等地的档案资料,以及120余人次的口述材料。但作为外国人,他在运用中文材料时难免存在错漏与偏

差,既有未能正确理解材料本意的现象,也有资料随意取舍与误读之嫌疑。
例如书中第三章“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部分,柯尚哲论述“文革”对三线建设影响时引用的材料为:“在山西与

辽宁地区参与小三线建设的工人们为了远离派系斗争而逃离工厂。”①经查核,材料原文为:
山西和辽宁就差些。山西……14.5高射机枪厂,原选厂址由于水源不足需要搬家,近一年了还未定

点。还把已经由天津抽调培训了的高射机枪厂的工人,因为工厂未建起来,工人没有工作就造反,又全

部退回天津。辽宁也是如此,工厂虽都基本建成,但都没有投产。枪弹厂革命群众因为水源问题造反近

一年至今还没有解决。②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山西、辽宁的问题主要在于工厂未建成或建成未投产,导致工人因为没有工作而

“造反”,并非“派系斗争”;所谓的“逃离”(runaway),则是指山西因为工厂未开工而将天津训练好的工人退

回天津。此处柯尚哲的理解和表述,与原始资料相去甚远。
另外,柯尚哲在第四章“先生产后生活”中论述攀枝花的建设规划布局时,批评攀枝花建设者忽视了居民

区的规划③。笔者按照脚注指引,检索原文后未发现相应论述④。而早在程子华带领考察队规划攀枝花布局

时,就对工业区的公共福利设施和公用事业提出要求:“根据靠近工矿区,便利生产,便利生活的原则,拟分散

布点,不搞城市”⑤。可见,攀枝花并非没有长期与总体规划,柯著的论点以及材料解读显然有待商榷⑥。攀

枝花市作为在三线建设时期“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其城市化与工业化密不可分,攀枝花市几乎可以说是在

攀枝花钢铁厂基地上发展而来的。攀枝花早期建设围绕钢铁基地展开,1965年成立攀枝花特区政府,政企

合一,对外称渡口市⑦。最初的城市规划基本围绕矿区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生产生活,这是在有限

资金投入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而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侯丽(LiHou)将其称为“没有城市化的工

业化”⑧。
四 结语

综合来看,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在海外逐渐热门,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多,研究领域、类型逐渐

多元化,研究资料和方法也有所突破,大量档案、资料汇编、口述采访等材料的使用,使三线建设的研究更为

具体与翔实。柯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利用多样的史料来撰写完成。它既从宏观上对三线建设进行总

括性的描述,又以多元的视角展现了三线建设的复杂决策过程以及工人、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海外第一部

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著作,柯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冷战”视角也将三线建设这段中国历史融入全球史

视野之中。然而,另一方面,柯氏虽然使用“冷战”视角考察三线建设的整个过程,却忽视了其中同等重要的

中苏关系变化,进而对“三线地区”概念理解存在偏差,忽略了三线建设的一些基本内容,对不同时期三线建

设的重点变化关注不够。同时,其“军事化”及“有特权的艰苦”的观点,将三线建设动员与建设方式简单化,
未能探讨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与体系。例证之一即柯氏对三线职工初期生活状况的观察有新意但仅停留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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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ns MaosThirdFront 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 144 
《国家计委、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1968年6月20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

239页。

CovellF Meyskens MaosThirdFront 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 176 
在柯著中,该处脚注为:冶金工业部攀枝花钢铁公司编印《攀钢生产建设史(初稿)》,1983年印行,第31页。参见:CovellF Meyskens 
MaosThirdFront 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 176。
《西南三线建设新建第一个钢铁厂放在弄弄坪的汇报提纲(第一次草稿)》(1964年9月25日),攀枝花市档案馆,档号:0002-001-006-91。
此一观点由四川大学朱领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四川省攀枝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攀枝花市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6页。

LiHou BuildingforOil Daqingandthe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alistState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 2018  
133-134 



面描述,论证不够完善,未对其内在机理即城乡、工农关系进行梳理。此外,柯著较好地运用了多种中文史

料,但对档案资料的爬梳与利用尚不充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纰漏与误读。最后,中国三线建设研

究学者期待与海外学者互相交流学习的不仅是理论方法与“此山之外”的视角,还希望看到与三线建设相关

的海外材料,但现在海外学者基本也只使用中国大陆的史料来研究三线建设。尽管柯尚哲曾在2015年的一

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美国国防部与国家档案馆皆隐约显示美国国家安全机关不仅知道中国正在发动三线建

设,甚至尚可能从外太空看出三线建设的布局与进展。”①但这些材料尚未有海外学者利用研究,期待将来这

批史料能解密并得到有效利用,以推动国际三线建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次重大尝试,应当深入探讨三线建设在共和国

史与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海外学者的研究,如柯著探索了某些方法与路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冷战

视角与工农关系,这都是新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学者应在与海外

学者相互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学术关怀与问题意识并与全球史进行有效对话。

ColdWar Urban-RualandThirdFrontConstruction Discussionwiththe
AmericanScholarMr Meyskens

LiDeying HuTianpeng
SchoolofHistory&Culture Sichuan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5 China

Abstract Inrecentyears overseasThirdFrontconstructionresearchhasbecomeincreasinglypopular 
andscholarshavecontinuouslycarriedoutresearchfromthe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corporate
perspectives Amongthem AmericanscholarCovellF MeyskensanalyzedandintroducedtheThird
FrontconstructioninamorecomprehensivemannerfromtheperspectiveoftheColdWarandmilitariza-
tion However whendiscussingChinasinternationalenvironmentundertheColdWar pattern Mey-
skensignoredthedynamicchange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a theUnitedStatesandtheSovietU-
nionrelationsandfailedtounderstandthedeepmeaningoftheThirdFront region Althoughtherela-
tionshipbetweenurbanandruralworkersandpeasantsisinvolved hisanalysisisinadequateandshouldbe
contextualizedwithinthehistoricalchangesinsuchrelationshipsinmodernChina 
Keywords ThirdFrontconstruction overseasstudies MaosThirdFront TheMilitarizationofCold
WarChinabyCovellF Meyskens theColdWar urban-rural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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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柯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开发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7-159页。


